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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诗坛与地域文化概观

朱丽霞

［摘　 要］　 明中后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文化相互争雄，而

相对弱势的吴文化则始终与齐、楚文化并飚诗坛。吴中徐祯卿加盟于前七子复古阵营，却固守其吴文

化属性；太仓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但其吴音不改；钱谦益力纂《列朝诗集》，旨在保护吴文化传统。

明中后期诗坛上此起彼伏的诗学纷争说明了地域文化之间永远处于碰撞冲突和交汇融合的过程中。

［关键词］　 吴文化；齐文化；楚文化；晚明诗坛

自明中期始，诗坛的主流是前后七子的齐气与公安、竟陵之楚风交互称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卷

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角逐之中。而在江南一带，仍然有许多文人在强势主流话语之外保持独立的

吴蟎特色。明代中后期诗坛实际上是在三种不同地域诗学的相互抵抗、相互包容中递嬗行进的。

一、齐气独霸与楚风崛起

弘治、正德年间，以河南李梦阳、何景明为魁首的前七子联袂而起，倡导秦汉之文、盛唐之诗，“一

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①，改变了明中期沉闷的诗坛局面。从此，雍容华贵的台阁体逐渐隐退，代之

而起的是七子复古诗风。其后至嘉、万时期，以山东谢榛、李攀龙为旗纛的后七子接续前七子，重扬

汉唐之帜，明代诗坛遂步入生机勃勃的巅峰时期。公鼐《读冯侍讲诗》论七子的诗坛地位云：“迨至嘉

靖季，七子争閚革舟。历下树赤帜，骚坛据上游。”七子诗风成为嘉、万诗坛主流。《四库全书总目》卷

一七二“归震川集”云嘉、万诗人“无不靡然从风”。

七子诗风炽热的同时，也流露出明显的缺憾。清初熊赐履即理性地总结七子诗文之弊云：“往往

以?为能，雕绘为工，填塞典故，不顾其安，如土偶衣文绣，灵气绝无。”②认为前后七子的格调诗，正

如木偶穿锦著缎，即使外表华丽非常，但缺少鲜活的生命气息。七子复古，以雄压海内之势冲破了台

阁体的沉雍板滞，清扫了茶陵之弊，但囿于盛唐，不越雷池，割剥字句，描摹面貌。由于声势浩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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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然剽窃，众口一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按察攀龙”的评论中即云李诗“狂易成风，叫呶日

甚”。七子之诗成为千篇一律的盛唐诗，遂遭遇诗坛的全面攻击。“吴人厌其剿袭，颇相訾?”①。追

随七子的公也注意到七子复古的缺失，王象春《浮来先生诗集序》曰：“七子以大声壮语，笼罩一世，

使情人韵士尽作木强。”②吴下诸生责骂李献吉只一“盗侠耳！”③当风靡百余年的七子格调雄风不能

继续担负诗坛主流的使命时，“楚风乘其弊，起而矫之”④。楚风崛起于七子流弊自身不能克服之际，

取代“齐气”而成为诗坛新宗向。

以袁宏道三兄弟为宗的公安派于嘉隆年间首先向七子发出责难，他们倡导独舒性灵，悦性自适，

形成与七子迥然不同的“楚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描述此后诗坛变化曰：“王、

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摩拟涂泽之病。”袁中道《珂雪斋近

集》卷三《花雪赋引》亦云其后诗坛变化曰：“诗道其张于楚。”在抵抗七子的层面上，公安与竟陵联袂

携手，诗坛风气遂复大变。文学主张前后相继的公安三袁与竟陵钟、谭均为楚地作家，他们有意识地

以一种对地方文化强烈的自觉体认相号召，以“楚风”抵抗前后七子的诗学宗尚。

公安、竟陵等楚地诗人扫除了前后七子的模拟对文坛的负面影响，直写胸臆，“抹倒体裁、声调、

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⑤，不再唯效秦汉，不再独标盛唐，而能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四库全书

总目》卷一七二“袁中郎集”的提要中即高度评价楚风的诗学贡献：“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

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楚风以其全新的面貌迅速地得到诗坛的广泛呼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谭解元元春”曰此后诗坛“钟、谭之体，家传户习”。

“汉体昔年称北地，楚风今日满南州”⑥，楚风以其对性灵的高度重视引发诗坛的普遍认同，很快

以全新的风格统领诗坛。但北方齐气并未因此消歇，而是与楚风形成对抗之局。施闰章《施愚山集》

卷二七《与彭禹峰》描述齐、楚诗学相争相持的局面云：“北音噍杀，南响浮靡；历下、竟陵，遂成聚讼。”

钱谦益亦于《赠别胡静夫序》中谓齐气、楚风“旗纛竿立”，各守疆域，互相排挤，各不相容。

在齐、楚诗学交互称霸的时代，吴文化受到巨大冲击。邬国平认定：“徐祯卿、王世贞与李梦阳、

李攀龙等人结盟，包含着使南、北文学合流的企望，而袁宏道把‘楚风’引入吴中，则标志着长江中、下

游文学的一次交融。”⑦这说明无论齐气、无论楚风，都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强势影响并进而同化吴声，

都试图将吴声纳入自己的文化领域。钱谦益《朱云子小集引》云吴声“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

楚”，即表达了对吴文化危机的深切担忧，反映了面对齐、楚强大的文化威势而产生的恐惧与焦虑。

二、齐楚争雄与吴声尴尬

在整个明代诗坛上，吴声皆没有取得诗坛的话语主权，但是却以其特有的地域魅力，独立于齐、

楚的夹缝之中并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台阁、茶陵秉政诗坛之际，吴地吴宽、王鏊等台阁大臣即努力

奖掖沈周、蔡羽、史鉴、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等一批吴学后进，有意识地在雍滞的台阁之外保持了适

情达意的吴声意蕴。当七子诗焰极盛之际，归有光、唐顺之等吴中“唐宋派”独抱唐宋遗集，别立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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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毅然与之抗衡，使“吴音”诗文香火未断。即使七子主力徐祯卿身为吴人，在七子中亦未放弃其

本土的吴声传统。徐祯卿为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进士，此时正是京师复古诗学声势浩大之际，他乃“深

悔其吴蟎”①，遂与李、何“数子友，相砥砺于辞章，既殚力精思，杰然有立矣”②，诗风大变。文震孟

《姑苏名贤小纪》云：“于是中原诸子咸推先生（徐祯卿）主齐盟，名在大梁、信阳间。”朱彝尊亦指出徐

祯卿诗学之变曰：“迪功少学六朝，其所著五集，类靡靡之音。及见北地，……心倾意写，营垒旌旗，忽

焉一变。”③可见当日影响之巨。

李梦阳居前七子之首，扩大诗学阵营、营造更为广泛的影响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他试图

使徐祯卿完全走向复古，徐亦以高水平的创作最终与北地、信阳鼎足而三，成为七子中坚。即使如

此，徐诗仍然柔美清秀，其雄厚大雅的诗歌中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江南文化痕迹，仍未摆脱其固有的文

化属性。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并未脱离吴中风习：坚持以情为宗。认为诗歌的表现完全是个人的

选择。格因情立，情随人殊，与复古格调迥然不同。徐诗的总体成就并未拘于盛唐，而是上规陶谢，

下摹韦柳，深有寄托，泊然于声华驰逐之外，成为七子之别调。这就是无论诗坛如何新变吴声永远独

立于流派纷争之局的重要因由。很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徐祯卿诗文创作对吴地清美诗风的保留，如朱

彝尊《明诗综》即云：“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徐祯卿中原习气未染，江左流

风犹存。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明史·文苑传二》称徐祯卿为“吴中诗人之冠”。

由于对吴文化的固持，徐祯卿与李梦阳在文学观念上始终存在距离。王世贞《黄淳父集序》中

“今吴下之士与中原交相诋”之所言，即表明吴人与七子在诗学观念上的明显冲突。这种长期论争并

不仅仅出于文学的原因，地域、个性等是其中重要因素。因此吴、齐冲突已非仅属一般性的文学观念

的冲突，而是北方齐气向江南吴声的逐步渗透和吴声坚持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地域文化的冲

突。徐祯卿后期摆脱了前期创作中的卑弱气格和华丽辞藻，古朴淡雅，颇具复古风格，但仍然清丽情

深，并无北方风沙雄浑之气，其早期柔美婉转、重视形式审美文风的吴声痕迹仍十分明显。《明史·

文苑传二》言徐祯卿“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

“故习犹在”即其稳固的文化本性的体现，有意无意间其吴文化属性即会自然流露，因此其诗风仍与

李、何相异其趣，与七子诗学的整体追求也不尽相同。虽然创作有所转化，但“故习”———江南“吴声”

本色犹存。李梦阳《〈徐迪功集〉序》亦讥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钱谦益则认为，徐祯卿诗歌的价

值正在于其“未化”的“江左风流”———“标格清妍，詀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嘎兀之习”④。徐

诗所“守”的文化“蹊径”正是钱谦益所推崇的文化价值所在，而这也正是当世及后世诗论对其严加

苛责之处。王世贞亦认识到徐诗的唯一缺憾是缺少骨气：“稍裁其南之藻辞而立骨”⑤，认为徐诗如

果裁剪其靡丽的江南吴声，那么其诗中风骨就会得以确立。祝允明《梦唐寅徐祯卿》认为徐诗“遑遑

访魏汉，北学中离群”：徐诗乃是北方复古诗学中的离群之雁———难以融入北方文化风尚之中。徐诗

最终并未被李、何的北方文化所同化，“昌谷虽服膺献吉，然绝自名家，遂成鼎足”⑥。徐祯卿在接受

齐气、楚风的同时，吴中华美的才情、风调仍不自觉地带入复古的文学创作中。因此，沈德潜《说诗蒣

语》即云：“徐昌谷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润，骨相嵌肶，自独能尊吴体。”⑦

即使在复古思潮统领诗坛的时代，吴中诗人多数仍固守吴声传统，不为格调诗学所牢笼。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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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士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创作都具有明显的吴地特征，其诗风仍然保持吴声本色。钱谦益

《孙子长诗引》云：“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启）、杨（基），再盛于沈（周）、唐（寅），士多翕清煦鲜，

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然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土风”即吴声，吴文化的

柔靡使得他们的创作体现了统一的地域风格，而难以像七子复古及竟陵楚风般卓然而出。在复古诗

学中，吴中诗人王?登挺身而出，以捍卫吴声传统为己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皇甫佥事禤”论

述吴中皇甫兄弟云：“当弘正之后，畅迪功之流风，矫北地之结习。”钱谦益即认为吴地诗文，前后师承

有继。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复古诗学之外，吴声诗学香火未绝。尚情的吴蟎文化亦给七子复古思潮

以一定程度的冲击，使得复古思想有所改变。对李梦阳也产生一定影响，李梦阳晚年在《弘德集序》

中所提出的“真诗乃在民间”的文化醒悟，即源自对吴声传统的吸纳和对复古诗学的反思。

令徐祯卿始料未及的是，其所持守的吴声为他赢得极高的诗史声誉。嘉兴名士周*论徐祯卿的

文学影响曰：“李、何专学杜，昌谷兼师盛唐诸家。此后薛君采、蒋子云、王稚钦、高子业、华子潜、皇甫

昆弟，皆清婉成音，各极其妙，虽非昌谷流派，而风调实自昌谷启之。”①周*认为，徐祯卿藉南北兼宗

的努力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范式：既包含了七子高昂的盛唐激情诗风，同时也保留着清婉柔美的吴

音，从而形成了既同于七子又有别于七子的“昌谷流派”。这一流派全部由吴地文人所组成，崛起于

齐气称霸之时。这说明，尽管七子齐气风靡诗坛，但吴文化所孕育的吴学精神却稳固地存在着。不

仅如此，由于徐祯卿的文化影响，以至于产生了将其置于李、何之上的趋势。吴人王世懋即预言：“更

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二君必无绝响。”②千百年之后，李、何的北地雄风将烟消云散，风光不再，而

吴地“二君”（徐祯卿、顾瞞）诗学必将与史共存。仅仅半个世纪后，这个预言“竟果验焉”③。清初诗

坛盟主王士?即接续了徐祯卿的诗学，不仅其创作容纳了吴声风格，而且诗学观亦深受徐诗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二家诗选提要》云：“士?之诗实沿其（徐祯卿）派。”王士?亦曾自谓：“更怜《谈艺》

是吾师。”④《谈艺》即徐祯卿的诗学著作《谈艺录》。王士?不仅将《谈艺录》视为自己的诗学导师，

而且其所倡导的“神韵”诗说亦颇受昌谷诗学的影响。所以费锡璜《国朝诗的序》即谓“山左颇染三

吴之习”，这说明吴声对齐气的反向影响。地域文化的碰撞而交融从来都是双向的。同时说明，文化

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决非轻易地被改变或同化。

三、弘扬吴声的努力

嘉、万时期，后七子接续前七子诗学，重扬汉魏风骨、盛唐气象。《明史·文苑三》谓：“世贞与李

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王氏折服于何、李的复古诗学，“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

途”，“中兴之功，则济南为大”⑤。赞颂李攀龙在嘉靖后期重擎复古大纛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作为前

七子诗学的忠实追随者，王世贞几欲横扫天下的诗学努力使其在李攀龙之后成为后七子领袖。《明

史·王世贞传》谓其“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罩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

莫不奔走门下”。即使如此，王世贞的创作仍然充斥着吴音流韵，“自家本色时时露出”⑥。

尽管身为后七子领袖，但王世贞并未能为自己的诗学归属所护短，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复古派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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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流弊，曾批评李攀龙三首而外，不耐雷同。王?登《与方子服论诗书》云：“吴人之诗，大率骄淫绮

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①。齐气失之粗豪，南音失之柔弱。对于吴地诗风，王世贞亦常谓之“江

左靡靡”、“清淑而柔”、“雅好靡丽争傅色”。这说明，无论对于复古的齐气，还是柔靡的吴声，王世贞

都具有清醒的批评意识。他将自己定位于文化拯救者的位置：维护齐气统领诗坛的权威，同时又不

拘囿于文化大潮，而是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归属。他屡屡称述的“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②，即

体现了其文化归属的自豪感。面对吴文化遭遇的空前危机，王世贞提出南北相“剂”的修正方略：吴

地之词藻与北地之气骨、吴地之轻俊细腻与中原之粗豪精深相剂为用，以北方的刚贞豪迈调剂吴地

之靡弱轻浮，以齐气之格调羁勒吴声之才情。批评吴下之习与中原齐气“相诋”相责，而称赞吴人徐

祯卿和黄淳父能调和齐、吴，“相剂”为用。这不仅说明王世贞遵守自己文化传统的吴人意识，同时也

流露了其希望通过一种新的修辞方式概括自己艺术的文化欲望。体现于创作上，他擅长把吴声与齐

气交融到其诗文创作中，使得我们今天读他的诗仍然会增长许多文化的灵性与感悟。王世贞的这种

诗学努力得到吴人冯时可的鼎力支持。后者认为：吴诗清浅而靡弱，不以二李“剂”之将无能为诗。

令人遗憾的是，王世贞“调剂”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晚年的王世贞鉴于格调诗学

的粗豪嚣肆，而更倾心于吴诗的婉约清丽，而这恰恰证明了吴声文化传统的生命活力。更为显著的

是，王世贞尽管加盟复古诗学，“毕竟非历下一流人”③，诗文创作从未脱离其文化属性。

在七子诗学风靡的时代，吴人多能谨小慎微地保护吴地文化。领袖人物王世贞如此，王?登、钱

谦益则公然与齐风抗衡。吴人方子服诗宗七子，遂遭遇王?登的责难。钱谦益向以著名学者知名，

他对于吴人学北即深表反感，尤其对黄省曾（字勉之）、黄鲁曾兄弟之心折北学尤多不满，其《列朝诗

集小传》“皇甫佥事縭”论黄甫兄弟曰：“国初以来，吴中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兄弟，心折于北地，

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直面谴责黄勉之诗学向北的错误，甚而讥刺徐祯卿加盟七子无异于

“邯郸学步”。显然，钱谦益的批评在于其强烈的文化情感和地方文化保护意识。

尽管痛责吴人学北的文化背叛，但钱谦益对于吴诗的靡丽浮华亦有所不满，他也清醒地认识到

吴声固有的缺憾，《列朝诗集》即随处可见其潜在的吴文化批评。但文化的使命感使得钱谦益仍然鼓

其余力推扬吴诗、打造吴学精神。他抨击王世贞、冯时可等吴人主张以北郡诗学的格调高古、气骨舒

张来调“剂”吴声之弊的选择。钱谦益认为：吴声正在遭遇被齐、楚文化所颠覆和吞噬的空前灾难。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恢复、发扬吴文化精神，有意识地突出吴声传统，成为钱谦益精心编辑《列朝

诗集》的主要动机。他在筛选评释“列朝”经典的工作上，努力创立出新的诗学准则。他深信，经由他

精心选择而被列入诗集的作品，都将被视为今后的诗学典范。更为重要的是，以诗坛耆宿的影响，

《列朝诗集》以吴声数量的绝对优势宣告了新诗学的范畴。它展示了一种文化传统是如何地在其所

蕴育的文人身上运作出巨大的生命能量，同时也体现了地域文人是怎样试图改变并影响这个文化传

统。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建构出一种在传统和个人之间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既让读者认识到一个

诗人诗风形成的文化因由，同时也说明文化对于塑造文人集体性格和集体文风的重要性，体现了钱

谦益对吴文化的竭力回护。是以，《列朝诗集》编纂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向世人展示明诗经典，而且

还代表了诗坛宿老的心声：为推广吴声而发起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他试图经营一场弘扬吴文化的

伟大事业，并认为自己负有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其《序》即云：“故明一代文人之集，就其诗而品骘

之。”貌似公平的评论下隐含了对吴声的鼎力推扬。显然，《列朝诗集》证明了钱谦益的文化敏悟。

尽管钱谦益屡屡表白编辑《列朝诗集》旨在保存文献而不寓褒贬的目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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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诗学观的地方文化意识的影响。钱谦益叙述明代诗史时夹杂着深重的门户之见，他对前后七

子和竟陵诗学的激烈抨击都与其“吾吴”①身份意识和吴声地域观念密切相关。也正由于此，《列朝

诗集》遭遇其当代及后世的普遍攻击：朱彝尊谓其“多主门户之见”②，曾燠言其“挟门户之见，而肆其

雌黄，南北分歧，是非倒置”③，四库馆臣则严责其“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

无复公论”④。

此外，许多吴人从文化的地域性的视角论证吴声存在的合理性。王?登《与方子服论诗书》述及

李梦阳与徐祯卿不同诗风的根源在于：“盖李君之才，产于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庄重质直，其诗

发扬蹈厉。吾吴土风清嘉，民生韶俊，其诗亦冲和蕴藉。政自不能一律齐也。”⑤他认为，不同地域水

土风俗不同，造就了不同气质的人群，人之性格与地域习俗相对应，文化的多元使得文学不可能也没

必要归于一统。王世贞《亟野诗集序》“燕、赵之音，相率为悲歌慷慨，秦音则?劲扬厉，吴音则柔靡清

嘉”之评，亦基于南北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而致南北文学风貌之不同。同时，他们都表达了文

化不必整齐划一的宏观的地域识见。

在齐、楚交互称霸的明中后期诗坛上，吴声几乎被置于文学的边缘，没有谁将吴声作为一种独立

的特色文化加以审视，吴文化影响虽然不逾东南，然而其抵制主流诗学的努力，却证明了吴文化的力

量。吴声温弱，在其时虽不能振臂高呼，群起响应，不足以掀起抗击齐气、楚风的文学浪潮，但清丽和

婉作为吴文化的精髓，却广泛地体现于文学、绘画、书法等各方面，而后者更引领了晚明文化艺术的

众芳争妍，多姿多彩。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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